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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 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
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 总体上， 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

具有正向影响。 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 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互联网与出口

价格负相关； 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 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 机制检验发现， 互

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 “成本节约效应” 显著， 而对 “质量升级效应” 的发挥存

在门槛值； 对低质量样本， 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 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

的选取有关。 异质性分析表明， 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 尤

其是对国有企业、 西部地区企业、 高技术行业企业、 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

企业。 本文指出， 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提升企业互

联网应用水平， 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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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互联网技术是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基

础。 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 （韩宝国和朱平芳， ２０１４［１］； Ｂｅｒｔｓｃｈｅ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２］； Ｌａｐａｔｉｎａｓ， ２０１９［３］； Ａｓｏｎｇｕ ａｎｄ Ｏｄｈｉａｍｂｏ， ２０２０［４］ ）， 也改变了传统

的贸易模式， 推动了对外贸易的扩张 （ Ｙａｄａｖ， ２０１４［５］ ）。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 ［６］较早指出互联网通过降低市场进入成本促进了货物贸易， 通过摆脱距离

约束创造了新的服务贸易， 使原本没有贸易联系或贸易联系很少的国家 （地区）
间有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韩会朝， ２０１９） ［７］。 Ｌｉｎ （２０１５） ［８］ 使用近 ２００ 个国家 （地
区） 的双边贸易数据发现， 互联网用户每增加 １０％， 国际贸易总额将增加 ０ ２％ ～
０ ４％。 Ｖｉｓｓｅｒ （２０１９） ［９］对 １６２ 个出口国家 （地区） 的研究表明， 互联网渗透率的

提升对总体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对微观企业的研究

上， 国外学者当中， Ｈａｇｓｔｅｎ 和 Ｋｏｔｎｉｋ （２０１７） ［１０］ 发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对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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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决策具有积极影响， 使用互联网的企业出口概率更大， 出口表现也更佳 （Ｒｉｃｃｉ
ａｎｄ Ｔｒｉｏｎｆｅｔｔｉ， ２０１２） ［１１］。 Ｙａｄａｖ （２０１４） 认为互联网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

本， 对企业出口具有积极影响。 国内学者当中，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１２］、 施炳展

（２０１６） ［１３］、 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１４］、 韩会朝 （２０１９）、 成德宁和金旻 （２０２０） ［１５］

以及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ａ） ［１６］均肯定了互联网具有提升企业出口倾向及出口规

模的作用。 此外， 李兵和岳云嵩 （２０２０） ［１７］、 刘金焕和陈丽珍 （２０２１） ［１８］指出互联

网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刘海洋等 （２０１９） ［１９］、 胡馨月等 （２０２１） ［２０］

从互联网降低出口企业退出风险、 促进出口模式变革方面论证了互联网能够延续企

业出口持续时间， 茹玉骢和李燕 （２０１４） ［２１］、 李泽鑫等 （２０２１） ［２２］则着眼于互联网

技术更具体的应用， 即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出口的积极影响。
尽管研究互联网与企业出口的文献颇为丰富， 但多集中于对企业出口倾向、 出

口规模等 “数量型” 的研究。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商务部印发的 《 “十四五” 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 指出要紧紧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机遇， 促进数字

技术与贸易发展深度融合， 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①。 为此， 互联网的出口效应

也亟需从 “数量型” 向 “质量型” 研究转型。 本文对互联网与企业出口定价关系

的研究即是对这一转型的积极实践。 出口价格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关键变量， 可以客

观评价和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 ［２３］， 在微观上更关系到

企业出口利润与要素收入的多寡 （李秀芳和施炳展， ２０１２） ［２４］。 研究互联网对企业

出口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传统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变量及产

品质量， 使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化； 构建互联网影响企业出口定价的理论模型，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互联网影响企业出口定价的内在机理， 丰富了互联网与企业出口的

“质量型” 研究。 第二，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互联网对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定

价的差异化影响， 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 当产品具有

异质性时， 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 第三，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互联网影响企业

出口定价的机制， 证实了 “成本节约效应” 和 “质量升级效应” 是其中可能的渠道；
同时发现质量中介效应的发挥存在质量门槛， 并对其原因提出了猜想。

一、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基于传统垄断竞争模型， 借鉴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的逻辑， 将互联网变量

引入模型， 使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内生化， 同时纳入出口产品质量， 探讨互联网对企

业出口定价的影响。
（一） 消费者偏好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具有 ＣＥＳ 形式， 并且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取决于

产品消费的数量 ｘ（ω） 和产品的质量 ｑ（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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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ｍ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ｘｆｂ ／ ２０２１１１ ／ ２０２１１１０３２２００８１．ｓｈｔｍｌ 网页下方的“‘十四五’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ｐｄｆ”标签。



Ｕ ＝ ∫
ｗ∈Ω

ｑ（ω）ｘ（ω）[ ]
σ－１
σ{ }

σ
σ－１ （１）

σ ＞ １ 表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通过构造拉格朗日方程， 求解消费者效

用最大化问题， 可得消费者对产品 ω 的需求满足：

ｘ（ω） ＝ ｑ （ω） σ－１ｐ （ω） －σ

Ｐ１－σ Ｉ （２）

其中， ｐ（ω） 是 ω 的价格， Ｐ ＝ ∫
ｗ∈Ω

ｐ（ω） ／ ｑ（ω）[ ] １－σ{ }
１

１－σ
是总体价格指数， Ｉ ＝

∫
ｗ∈Ω

ｐ（ω）ｘ（ω）ｄω 是总支出。 由需求函数可知， 产品的需求取决于产品的价格和质

量， 同等情况下价格越低或者质量越高， 则需求越大。
（二） 生产者行为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２５］、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２６］ 指出当企业试图生产高质量

的产品时， 它所面临的边际生产成本也会更高， 同时产品质量的升级往往涉及较为

先进的工艺流程， 需要相应的生产设备， 这意味着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还需要投入相

应的固定成本。 假设代表性企业的成本函数①为：
ＴＣ ＝ ｘ（ω）ｑ （ω） α ／ θ（ｅ） ＋ δｑ （ω） β （３）

其中， ｑ （ω） α ／ θ（ｅ） 为产品边际生产成本， ０ ＜ α ＜ １ 表示边际生产成本对产品

质量的弹性， θ（ｅ） 表示企业的生产率函数， 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则其生产的边际成本

就越低。 互联网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通讯和协调成本以推动企业生产和管理模式的

创新， 从而提升企业的组织生产效率 （杨德明和刘泳文， ２０１８［２７］； 包耀东和李晏

墅， ２０２０［２８］）。 同时互联网还可以拓宽数据、 信息和知识的来源渠道 （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ｔｔｅｎ， ２０１７［２９］）， 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加快信息的 “交配” 速率、 加速企业的工

艺流程创新， 进而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 Ｏｌｉｎｅｒ 等 （２００８） ［３０］ 指出， 美国 １９９５ 年

后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信息资本投入推动。 王娟 （２０１６） ［３１］ 也认为， “互联网＋”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改造供应链和培养人力资本等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 由此可知， θ ／ ｅ ＞ ０， 即企业的互联网水平越高， 则企业的生产效率越

高， 生产的边际成本越低。 δｑ （ω） β 表示质量升级所需的固定成本， 典型如研发投

入、 设备投入， δ ＞ ０ 为质量升级系数。 β ＞ ０ 表示固定生产成本对产品质量的弹性。
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为：

ｍａｘ
ｐ（ω）， ｑ（ω）

ｐ（ω） － τｑ （ω） α ／ θ（ｅ）[ ]
ｑ （ω） σ－１ｐ （ω） －σ

Ｐ１－σ Ｉ － δｑ （ω） β － ｆｘ{ } （４）

其中， τ 表示冰山成本， ｆｘ 表示出口进入成本。 对 ｐ（ω） ， ｑ（ω） 一阶求导可得：

ｐ（ω） ＝ στｑ （ω） α

（σ － １）θ（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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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方便分析， 本文假设企业使用互联网会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 而生产的固定成本和出口进入

成本则不受其影响。



（σ － １）（１ － α）
σＰ１－σ ｐ （ω） １－σｑ （ω） σ－２Ｉ ＝ δβｑ （ω） β－１ （６）

进一步整理式 （５） 和式 （６）， 可得，

ｑ （ω）β － （１ － α）（σ － １） ＝ （１ － α）（σ － １） Ｉ
σδβ

στ
（σ － １）θ（ｅ）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１
Ｐ１－σ （７）

由式 （７） 可知，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最优解的存在， β ＞ （１ － α）（σ － １） ， 此

时企业生产率与产品质量正相关； 否则， 产品质量将无穷大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将式 （７） 两边对 ｅ 求导， 则：

［β － （１ － α）（σ － １）］ｑ （ω） β－（１－α）（σ－１） －１ × ｑ
ｅ

＝ （１ － α） （σ － １） ２Ｉ
σδβ

［ στ
（σ － １）θ（ｅ）

］ １－σ θ （ｅ） σ－２

Ｐ１－σ
× θ
ｅ

（８）

结合式 （５） 和式 （７） 式：

ｐ（ω） ＝ （σ － １） Ｉ
σδβＰ１－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
β－（１－α）（σ－１） στ

（σ － １）θ（ｅ）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σ－１）
β－（１－α）（σ－１）

（９）

（三） 互联网的差异化效应

为了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出口价格的影响， 将式 （９） 两边对 ｅ 求导， 得：

ｐ（ω）
ｅ

＝ ｐ（ω）
θ

× θ
ｅ

＝ （σ － １） － β
β － （１ － α）（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 － １） Ｉ
σδβＰ１－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
β－（１－α）（σ－１）

στ
（σ －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σ－１）
β－（１－α）（σ－１）

θ（ｅ）[ ]
（σ－１） －β

β－（１－α）（σ－１） －１ × θ
ｅ

（１０）

由于 θ ／ ｅ ＞ ０， 因此式 （１０） 的符号取决于 （σ － １） － β 。 β 表示固定成本对

产品质量的弹性。 当 β 较大时， 说明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所需投入的固定成本也越

高， 即提高产品质量的难度较大， 产品的异质性较小， 本文称其为同质性产品； 相

反， 当 β 较小时， 说明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所需投入的固定成本也越低， 即提高产

品质量的难度较小， 产品的异质性较大， 本文称其为异质性产品。 根据式 （１０），
当 β ＞ σ － １ 时， ｐ（ω） ／ ｅ ＜ ０，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负相关； 当 β ＜ σ － １ 时，
ｐ（ω） ／ ｅ ＞ ０，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正相关。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负相关； 当产品具有异质

性时，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正相关。
理论模型指出， 互联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

而边际成本的下降意味着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本文称其为互联网的 “成本

节约效应” （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３２］）。 此外， 由 （８） 式可知，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互联网变量正相关， 这意

味着互联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来提高企业的出口定价。 这不仅源于

互联网降低了信息成本， 加速了企业的产品创新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３３］， 还

得益于互联网大大减弱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 潜在买家能有效识别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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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使得企业具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ｙ， ２０１５） ［３４］， 本文称

其为互联网的 “质量升级效应”。 同时， 已有研究表明， 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的质

量升级空间不同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９［３５］）， 异质性产品较同

质性产品的质量升级空间更大， 企业能够更多地通过产品质量升级应对竞争。 因

此， 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互联网的 “成本节约效应” 占优，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

价格呈负相关关系； 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 互联网的 “质量升级效应” 占优， 互

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呈正相关关系。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整体影响， 拟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ｐ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ｔｅｒｉｔ ＋ θＸ ｉ（ ｊ） ｔ ＋ γｈ ＋ γｒ ＋ γ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 下标 ｉ、 ｊ、 ｔ 分别代表企业、 产品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ｐｉｊ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出口 ＨＳ６ 位码上的产品 ｊ 的价格。 关键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 代表企业的互联网水平。 Ｘ
代表的是企业和产品层面的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包含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企业资本劳动比 （ ｃａｐｉｔａｌ）、 企业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企业出口密度 （ ｅ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产品层面包含产品内资本劳动比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Ｓ６）、 产品内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ＨＳ６）、 产品内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ＨＳ６）。 γｈ 、 γｒ 和

γｔ 分别表示企业所属行业、 所有制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参考祝树金等 （２０１９）， 进一步引入互联网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 研究

互联网对异质性大小不同的企业产品的出口定价的影响，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ｐ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ｔｅｒｉｔ ＋ β２ ｉｎｔｅｒｉｔ × ｄｉｆｆｉ ＋ θＸ ｉ（ ｊ） ｔ ＋ γｈ ＋ γｒ ＋ γｔ ＋ εｉｔ （１２）

其中， ｄｉｆｆｉ表示产品差异化程度， 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ｄｉｆｆｉ ＝ ０； 当产品具有

异质性时， ｄｉｆｆｉ ＝ １。 根据理论分析， 互联网对同质性产品的出口价格具有负向效

应， 预期 β１ 为负； 对异质性产品的出口价格具有正向效应， 预期 β２ 为正， 且 β１ ＋
β２ ＞ ０。 由于互联网对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无法确定互

联网对全部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系数 α１ 的符号。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企业层面的特征数据及生产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６］的方法； 对海关数据库的处理， 参照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３７］

的方法； 对两大数据库的合并， 参照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３８］的方法。 考虑到数据质

量及关键变量如职工人数、 应付职工薪酬等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企业出口产品价格 （ｐｉｊｔ）。 用 ＨＳ６ 位码的出口价格的对数形式表示， 其由

ＨＳ８ 位码的价格按出口份额加成得到。
２ 企业互联网水平 （ ｉｎｔｅｒ）。 已有研究多将企业网页 （ ｗｅｂ） 和企业邮箱

（ｅｍａｉｌ） 作为衡量企业互联网水平的两个独立代理变量 （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胡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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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等， ２０２１； Ｙａｄａｖ， ２０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３９］； 刘海洋等， ２０１９）。 在本文当

中， 如果企业在当年至少填报了企业网页或邮箱里面的一项， ｉｎｔｅｒｉｔ为 １。 原因在

于， 企业对邮箱或网页的使用均能体现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 并且使用综合指标能

避免实际填报过程中邮箱和网址混填的情况。 对邮箱和网址的识别方面， 本文在李

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的基础上排除 ｗｅｂ 和 ｅｍａｉｌ 的字符数少于 ６ 位的样本， 将只填写

前后缀的企业排除在外。
３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用企业员工数取对数得到；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企业所在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得到， 并参照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 将企业年龄

为负的调整为 ０， 大于 １００ 的调整为 １００， 以消除异常记录， 并加 １ 取对数； 企业

资本劳动比 （ｃａｐｉｔａｌ） 用企业资本总额与员工数的比值取对数表示； 企业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 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与员工数的比值取对数表示； 企业出口密度 （ ｅｘ－
ｄｅｎｓ） 用企业出口额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用

ＬＰ 法估计； 产品内资本劳动比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Ｓ６） 用产品内企业的资本总额与员工人

数总和之比取对数表示； 产品内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ＨＳ６） 用产品内企业应付工资总

额与员工人数总和之比取对数表示； 产品内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ＨＳ６） 用产品内企

业产出占产品内总产出份额的平方和表示。
４ 产品差异化程度 （ｄｉｆｆ）。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提供了行业异质性的衡量

方法， 本文根据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４０］的方法计算 ＨＳ８ 位码的出口产品质量①， 计算每

个 ４ 位码行业的产品质量方差， 定义大于产品质量方差均值的行业为异质性行业， 小

于产品质量方差均值的行业为同质性行业， 来验证理论命题是否成立。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１） 考察的是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平均影响， 模型 （１２） 考察的

是互联网与企业出口定价的关系是否会受产品质量差异化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１。 其中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使用了混合最小二乘法 （ＰＯＬＳ），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使用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本文控制了行业、 所有制和年份固定效应， 经

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发现， 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企业邮箱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统计， 企业网页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统计， 而 ｉｎｔｅｒ 为

综合企业邮箱及网页使用情况得来， 因此基准回归的样本年份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第 （３） 列互联网的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在总样本中企业对互联

网的应用能提升其出口价格水平。 第 （４） 列中引入交互项后， 互联网的系数为负

数， 互联网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者

的系数之和大于 ０， 即 β１ 为负， β２ 为正， 且 β１ ＋ β２ ＞ ０， 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这表

明互联网对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出口价格存在显著的差异化影响， 且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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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照已有研究， 本文选取数值 ５ 作为产品的替代弹性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４１］ ； 刘金焕和万广华，
２０２１［４２］ ）。



了异质性产品的出口价格， 理论假说得以验证。 具体地， 对于同质性产品， 企业互

联网水平每提升 １％， 会引起企业出口价格下降约 ０ ０６６２ 个百分点， 但可以使异质

性产品的价格提升约 ０ ２５９９ 个百分点。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其

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的系数为正， 而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Ｓ６ 的系数为负。 这是因为

资本劳动比体现的是生产技术信息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即当产品内其他企

业劳动资本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单个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意味着企业竞争力提

升， 对企业产品出口价格有促进作用； 但是当产品内所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都提升

时， 则意味着产品内的生产技术较为成熟， 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产品内的竞争变

大， 反而不利于企业产品出口价格的提升。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ＬＳ Ｐ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８３４∗∗∗ －０ １１１１∗∗∗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６６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５０）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５２００∗∗∗ ０ ３２６１∗∗∗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６）

ｌｎｓｃａｌｅ ０ １０３１∗∗∗ ０ ０９６０∗∗∗ ０ ０７０３∗∗∗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１３０５∗∗∗ ０ １２１１∗∗∗ ０ １３４６∗∗∗ ０ １３１９∗∗∗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４１１１∗∗∗ ０ ４０２４∗∗∗ ０ ３１０９∗∗∗ ０ ３０６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ｌｎｔｆｐ －０ １９６１∗∗∗ －０ １７０３∗∗∗ －０ １１７４∗∗∗ －０ １０５２∗∗∗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９５）

ｅｘ－ｄｅｎｓ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ｓ６ －０ ２１５９∗∗∗ －０ ２４２８∗∗∗ －０ １９３５∗∗∗ －０ １９８０∗∗∗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７）

ｌｎｗａｇｅ＿ｈｓ６ ０ ６６４７∗∗∗ ０ ６６００∗∗∗ ０ ４３２７∗∗∗ ０ ４３２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６）

ＨＨＩ＿ｈｓ６ ０ ６４７５∗∗∗ ０ ６４９９∗∗∗ ０ ７２０３∗∗∗ ０ ７２１０∗∗∗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０７）

常数项
１ ７２７２∗∗∗ １ ８３６８∗∗∗ ２ １８５４∗∗∗ ２ １７５８∗∗∗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５７６）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６３５）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Ａ－Ｒ２ ０ ０６０５ ０ ０６３８ ０ １４８１ ０ １４９３

注： 括号内报告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Ａ－Ｒ２表
示调整后的 Ｒ２。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综合了企业对 ｅｍａｉｌ 和 ｗｅｂ 的使用情况来衡量企业的互联网水平， 虽然理

论上能更全面评估企业的互联网水平， 但也有可能会夸大企业对互联网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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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尤其是报告的数据中很多邮箱以＠ １６３、 ＠ １２６ 等结尾， 会存在非企业专用

的可能性。 为此， 本文分别以 ｅｍａｉｌ 和 ｗｅｂ 来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１） 列

—第 （４） 列。 其次， 企业对产品的出口定价有可能是企业的综合决策， 单个产品

之间的决策逻辑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基础款产品的利润率通常较低， 其售价

可能与成本持平甚至低于成本， 而升级款产品的利润率通常较高， 但企业在总体层

面会保证其合理利润， 因此采用企业层面的加权价格 （ ｌｎｐ＿ｃ） 来代替 ＨＳ６ 位码产

品的价格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２ 的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最后， 在区分

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的过程中， 也会因产品差异化程度指标的测算方法不同而

使结果产生较大差异。 为此， 本文通过以产品质量方差中位数替换产品质量方差均

值的方法重新区分同质性产品和异质性产品， 结果如第 （７） 列所示。 并使用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４３］提供的非统一产品替代弹性来计算出口产品质量①， 进一步计

算产品差异化程度②， 结果如第 （８） 列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各列中关键

变量系数的符号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虽然数值的绝对大

小有变化， 但不改变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影响的关键结论， 说明本文结论具有稳

健性。

表 ２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ｂ ｌｎｐ＿ｃ ｄｉｆｆ＿ ｐ５０ ｄｉｆｆ＿ｂｗ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５∗∗∗　 －０ １４８∗∗∗　 －０ ０３６∗∗∗　 －０ １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３１９∗∗∗ ０ ３５０∗∗∗ ０ ６０４∗∗∗ ０ ２９１∗∗∗ ０ ４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８９１ ６５５ ８９１ ６５５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０９０ ５０１

Ａ－Ｒ２ ０ １４８１ ０ １４９１ ０ １４９３ ０ １５０５ ０ ３０６３ ０ ３１０３ ０ １４９１ ０ １５３０

（三） 内生性检验

实证分析中往往会存在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就遗漏变量和

反向因果这两方面进行内生性检验。
１ 遗漏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通过加入行业、 时间和所有制固定效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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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以及祝树金等 （２０１９） 为了不损失样本数量， 均将其加总到 ＨＳ２ 位码层面后对

替代弹性加以利用， 本文采用 ＨＳ６ 位码价格数据， 将其加总到 ＨＳ６ 位码层面虽会损失一定的数据量， 但也能充

分利用数据。
本文还根据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４４］ ， 分别在保守估计法和自由估计法下将 ＨＳ６ 位码产品按同质性产品和异

质性产品分类， 但是结果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正如宗慧隽和范爱军 （２０１８） ［４５］ 提到的，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的

分类方法主要体现产品水平差异化， 并非严格的质量差异。



减轻遗漏变量问题， 但企业的出口价格仍可能受到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将政

府补贴 （ ｓｕｂ） 加入回归以控制补贴政策对企业出口价格的影响， 具体用企业获得

的政府补贴金额同其销售额之比加 １ 的对数形式测得 （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ａ），
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１）、 （２） 列。 在基准回归中未考虑企业所在地区的特征， 因此

进一步加入企业所在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 （ｎｅｔ＿ｐ） 和各省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 情

况以衡量企业所在地区的互联网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 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３） —
（６） 列。 第 （７）、 （８） 列是同时加入三个遗漏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从结果看， 在

加入对应控制变量后， 互联网及其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叉项的符号及其显著性依

然与基准回归一致， 即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３　 内生性回归结果 （一）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ｓｕｂ ｎｅｔ＿ ｐ ｌｎｇｄｐ＿ ｐ ｌｎｓｕｂ＆ｎｅｔ＿ ｐ＆ｌｎｇｄｐ＿ ｐ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３２５∗∗∗ ０ ３２４∗∗∗ ０ ３２４∗∗∗ ０ ３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ｌｎｓｕｂ ２ ４７９∗∗∗ ２ ４３５∗∗∗ ２ ５３５∗∗∗ ２ ４９１∗∗∗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７）

ｎｅｔ＿ 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ｌｎｇｄｐ＿ ｐ ０ １７９∗∗∗ ０ １７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８０ ６４７ １ ２８０ ６４７ １ ２８０ ６６５ １ ２８０ ６６５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４３ １ ２８０ ６４３

Ａ－Ｒ２ ０ １４８３ ０ １４９５ ０ １４９０ ０ １５０３ ０ １４９０ ０ １５０２ ０ １４９３ ０ １５０５

２ 反向因果。 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和出口定价都属于自身的决策行为， 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此， 本文首先将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 的一期滞后项代入回归， 以降

低反向因果带来的影响， 结果见表 ４ 的第 （１）、 （２） 列。 同时将 ｉｎｔｅｒ 的一期滞后

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回归， 结果见表 ４ 的第 （３）、 （４）
列， 回归结果显著， ＬＭ 统计量和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通过检验， 但可能损失了部分当期

信息。 因此， 本文继续使用 Ｂａｒｔｉｋ 方法构建的变量 （ＩＶ＿Ｂ） 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
Ｂａｒｔｉｋ 方法构建的工具变量参照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ｂ）［４６］：

ｎｅｔｉｔ ＝ ∑
ｎ

ｊ ＝ １
ω２００４

ｐｊ Ｇｒａｔｅｐｔ （１３）

其中， ｉ、 ｊ、 ｐ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二位码行业、 省份和时间。 ω２００４
ｐｊ 是基于 ２００４

年各企业的计算机微机数量除以省份—二位码行业的总产出后得到的省份—二位码

行业层面的信息投资权重指数。 Ｇｒａｔｅｐｔ是各省每年网民数量的增长率。 将 ２００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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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期， 样本年份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采用 ２ＳＬＳ 回归。 结果见表 ４ 的第 （５） —
（７） 列。 为使结果更加直观， 此处基于 ｄｉｆｆ 的值将总样本分为异质性样本和同质性

样本。 从回归结果看， 对总样本 （ａｌｌ） 和异质性样本 （ｄｉｆｆ ＝ １） 互联网的系数为

正， 对同质性样本 （ｄｉｆｆ＝ ０） 互联网的系数为负，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ＬＭ 统

计量的 Ｐ 值均为 ０， 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 １０％的临界值 １６ ３８， 显著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以上

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表 ４　 内生性回归结果 （二）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ＦＥ

滞后一期
ＦＥ

滞后一期
２ＳＬＳ

滞后一期
２ＳＬＳ

滞后一期
ＩＶ＿Ｂ
（ａｌｌ）

ＩＶ＿Ｂ
（ｄｉｆｆ＝ １）

ＩＶ＿Ｂ
（ｄｉｆｆ＝ ０）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３∗∗∗ 　 －０ １０６∗∗∗ 　 ２９ ０５９∗∗∗ 　 ２ ９２４∗∗∗ 　 －２０ ５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４ ５４１） （０ ３０７） （２ ２９０）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４１１∗∗∗ ０ ４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Ｍ 统计量
１ ８ｅ＋０５ １ １ｅ＋０５ ４１ ７０５ ３９６ ５１４ ８３ ５２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９ ３ｅ＋０５ ６ ８ｅ＋０５ ４１ ７０１ ３９７ ６６４ ８３ ５８７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５０ ３３６ ５５０ ３３６ ５５０ ３３６ ５５０ ３３６ ８９１ ６５３ ２９９ ０２４ ５９２ ６２９

Ａ－Ｒ２ ０ １６４０ ０ １６６２

四、 拓展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类型和所属地域异质性

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的企业是否会造成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差异化影响？
为此， 本文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选取国有、 私营和外资企业进行分析； 根据企

业所在省份， 将企业所属地域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奇数

列和偶数列分别表示总效应和纳入产品差异化程度后的回归结果。 总效应中国有企

业和外资企业的互联网系数显著为正， 私营企业的互联网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互联

网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 其中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

大， 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规模总体更大， 业务流程更复杂， 借助互联网对内部流

程管理的帮助更大， 而私营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同质化竞争， 更加开放的环境反而

会迫使其为保住市场份额降低价格； 纳入产品差异化程度后， 互联网对私营企业和

外资企业的同质性产品出口价格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国有企业的同质性产品出口

价格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受政策倾斜及政府背书， 即

使在相对开放的竞争环境下， 同质产品的价格所受到的影响较少； 互联网对三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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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异质性产品出口价格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区分企业所属地域后， 总效应里边的东

部和西部地区企业的互联网系数显著为正， 而且从数值上看， 西部地区要大于东部

地区， 中部地区互联网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纳入产品差异化程度后， 互联网对三类

企业同质性产品出口价格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三类企业异质性产品出口价格均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且对异质性产品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性产品的影响。

表 ５　 基于企业类型和企业地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９０９∗∗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０５６ －０ １００６∗∗∗ ０ ０５８９∗∗∗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４０７）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８６）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２８１６∗∗∗ ０ ３１８４∗∗∗ ０ ２８５５∗∗∗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 ７９８ ２４ ７９８ ２１２ ４２０ ２１２ ４２０ ５０５ １９４ ５０５ １９４

Ａ－Ｒ２ ０ ２２６６ ０ ２２７１ ０ １４６３ ０ １４７６ ０ １３４０ ０ １３４９

项目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５３９∗∗∗ －０ ０６０２∗∗∗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９６１∗∗∗ ０ １１３６∗∗∗ －０ ２２５６∗∗∗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３５３） （０ ０４９１）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３１７２∗∗∗ ０ ２５１０∗∗∗ ０ ５９９０∗∗∗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６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０５ ８７７ １ ２０５ ８７７ ４７ ５０８ ４７ ５０８ ２７ ２８２ ２７ ２８２

Ａ－Ｒ２ ０ １４５０ ０ １４６２ ０ ２０５６ ０ ２０６０ ０ ２４４１ ０ ２４６８

２ 企业所属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

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２０１７） 》 将企业所

属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非高技术行业，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高技术行业中互联网对总

体及对异质性产品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同质性产品的负向作用不显著。 非高技术行

业中互联网及互联网与产品差异化程度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 第 （２） 列互联网的系

数不显著， 说明在高技术行业中互联网对同质性产品出口价格不具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 这与非高技术行业具有明显差异。 可能的原因在于， 虽然根据本文同质性和异质

性产品的判断标准将组内产品质量方差比较小的归为同质性产品， 但对于高技术行业

而言， 行业技术及产品质量均处于较高水平， 即使是质量方差较小的产品间也有很大

的技术差异和壁垒， 因此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较弱， 表现出较强的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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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基于企业所属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高技术行业 非高技术行业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９８４∗∗∗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６２４∗∗∗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１）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２５５２∗∗∗ ０ ３０６３∗∗∗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０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１ ０４６ ９１ ０４６ １ １８９ ６２３ １ １８９ ６２３

Ａ－Ｒ２ ０ １０８０ ０ １０８８ ０ １５４４ ０ １５５５

３ 行业市场和产品市场集中度异质性

市场集中度反映了市场竞争程度， 高集中度市场内企业规模分布不均， 市场竞

争程度较弱； 低集中度市场内企业规模分布相对均匀， 市场竞争程度较强 （祝树

金等， ２０１９）。 参照钱学峰等 （２０１６） ［４７］， 将 ４ 位数行业按行业市场集中度指数中

位数为界， 分为高集中度行业和低集中度行业； 将 ＨＳ６ 位码产品按产品市场集中

度指数中位数为界， 分为高集中度产品和低集中度产品，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

结果看， 无论是按行业集中度还是产品集中度区分， 互联网变量及其与产品差异化

程度的交叉项系数的符号及大小均显著且与理论预期相符。 从系数的值来看， 互联

网对高集中度行业或产品的影响均大于对低集中度行业或产品的影响， 这说明属于

高集中度行业或产品市场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定价能力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９）。

表 ７　 基于行业市场和产品市场集中度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项目
高集中度行业 低集中度行业 高集中度产品 低集中度产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７６∗∗∗ －０ １６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ｉｎｔｅｒ×ｄｉｆｆ ０ １７５∗∗∗ ０ ２９５∗∗∗ ０ ４９７∗∗∗ ０ ２５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２ １０５ ２２２ １０５ １ ０５８ ５６４ １ ０５８ ５６４ ２５１ ０４１ ２５１ ０４１ １ ０２９ ６２８ １ ０２９ ６２８

Ａ－Ｒ２ ０ １５７２ ０ １５７４ ０ １３５７ ０ １３６７ ０ １９５３ ０ １９７３ ０ １３４８ ０ １３５６

（二）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指出， 互联网可以通过 “成本节约效应” 和 “质量升级效应” 影响

企业的出口定价。 本文选取企业生产率 （ ｌｎｔｆｐ）① 和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这两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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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理论模型可知， 互联网能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 以边际成本作为成本节约效应的中介变量是最理想

的， 但限于边际成本难以获取， 本文借鉴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６） ［４８］以及宗慧隽 （２０１９） ［４９］的做法， 以企业

生产率作为企业边际成本的代理变量， 作为成本节约效应的渠道变量。



标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对这两个渠道进行机制检验。
参照卢福财和金环 （２０２０） 的做法，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ｐ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ｉｎｔｅｒｉｔ ＋ θＸ ｉ（ ｊ） ｔ ＋ γｈ ＋ γｒ ＋ γｔ ＋ εｉｔ （１４ａ）
Ｍｅｄ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ｉｎｔｅｒｉｔ ＋ θＸ ｉ（ ｊ） ｔ ＋ γｈ ＋ γｒ ＋ γｔ ＋ εｉｔ （１４ｂ）

ｌｎｐｉｊｔ ＝ ｄ０ ＋ ｄ１ ｉｎｔｅｒｉｔ ＋ ｄ２Ｍｅｄｉｔ ＋ θＸ ｉ（ ｊ） ｔ ＋ γｈ ＋ γｒ ＋ γｔ ＋ εｉｔ （１４ｃ）
Ｍｅｄｉｔ指代中介变量 ｌｎｔｆｐ 和 ｑｕａｌｉｔｙ。 企业生产率依旧采用 ＬＰ 法测算， 产品质量

仍参照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的方法测算； 控制变量当中去掉了中介变量企业生产率，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显示互联网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 企业生产率在企业互

联网和出口价格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①。 对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回归结果显示， 互联网对

企业出口质量具有负向效应， 这与理论预期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虽然能够降

低信息获取成本， 激发企业创新意愿， 加速企业产品创新， 但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

本， 为原本没有贸易联系或贸易联系很少的国家 （地区） 间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
拓宽了贸易的二元边际。 这意味着， 低质量产品的供需主体会进入市场， 原本出口

高质量产品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从而生产稍低质量的产品到

更远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降低总出口产品的质量。 特别对生产高质

量产品的企业而言， 新市场若对低价产品有需求， 企业就有动力生产低质量的产

品， 尤其是在贸易开放后， 世界各国快速建立贸易联系的早期阶段， 互联网对出口

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可能会超过正向影响。

表 ８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ｐ ｌｎｔｆｐ ｌｎ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ｎｐ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５４１∗∗∗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５７２∗∗∗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４２）

ｌｎｔｆｐ
－０ １１７４∗∗∗

（０ ００９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４８３∗∗∗

（０ ０１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１ ２８０ ６６９

Ａ－Ｒ２ ０ １４８０ ０ ２５８０ ０ １４８１ ０ ０５９３ ０ １４９８

为此， 本文将出口产品质量按 ［０， ０ ５］ 和 ［０ ５， １］ 的区间分为两个样本，
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发现在低质量区间， 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 而在高质量区间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不显著②， 这正如和珊 （２０１９） ［５０］ 发

现邮箱的使用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在 ９０％分位数回

９６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①
②

也有研究将这种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力变大的效应为遮掩效应。
篇幅所限， 回归结果不一一列出， 读者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

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归中系数最小， 且不显著。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低质量样本的平均质量下降空间有

限， 互联网的正向效应更强； 另一方面， 企业邮箱及网页的使用是较为简易的互联

网手段，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当产品质量处于较低水平时， 出口

中学的效应明显， 质量提升快， 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 企业信息渠道日趋完善，
以企业邮箱及网页来衡量企业的互联网水平， 其质量升级效应较弱。 进一步缩小质

量区间至 ［０， ０ ３］， 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更强。

表 ９　 质量中介效应分区间回归结果

项目

质量升级效应 ［０， ０ ５］ 质量升级效应 ［０， ０ 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ｎｐ ｌｎ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ｎｐ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５１８∗∗∗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 １５３３∗∗∗ ４ ７７９１∗∗∗

（０ ０３２６） （０ １０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 年份 ／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６５ １３９ ３６５ １３９ ３６５ １３９ ７６ ４１７ ７６ ４１７ ７６ ４１７

Ａ－Ｒ２ ０ １１３８ ０ ０７３１ ０ １３６０ ０ ０８８３ ０ ０５７８ ０ １１４４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 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 从微观

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和异质性。 研究发现， 对总体

样本而言， 控制了产品和企业特征， 以及行业、 所有制和年份固定效应后， 互联网

对企业出口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

格负相关； 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价格正相关， 且显著提高了产

品的出口价格。 在改变关键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及差异化程度的衡量方法后， 结

论依然稳健。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 互联网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 而质量升级效

应的发挥具有门槛值， 当产品质量处于较低区间时， 质量中介效应显著。 这可能与

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 即以企业邮箱或网页衡量的企业互联网水平对处于较低水

平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快速提升作用。 此外， 互联网对国有企业、 西部地区企

业、 高技术行业企业、 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的出口价格具有更强的影

响， 在这些类别下即使对高技术行业的同质性产品也显示为正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企业互联网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高我国总体出口

价格水平、 改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 从而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定价能力和市场势力。 这一结论表明， 我国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

建设和应用，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提升企业互联网水平， 鼓励和支

持制造业企业加强互联网应用。 第二， 企业互联网对同质性和异质性产品具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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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 能够显著提升异质性产品的出口价格。 说明制造业企业应加强市场洞察，
注重产品创新， 降低同质化竞争， 有效提升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政府对提高异

质性产品出口企业的互联网水平应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 第三， 边际成本和产品质

量是互联网影响企业出口定价的两个渠道， 高生产率 （低边际成本） 是企业立足

于出口市场、 攀升价值链地位的前提条件， 而高产品质量是企业赢得市场， 获得更

多贸易利益的关键。 制造业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 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 实

现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第四， 本文质量中介作用的发挥

存在门槛效应， 以企业网页或邮箱衡量的互联网水平对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有快速提升作用， 而对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

著。 这说明制造业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 积极同互联网深度融合， 响应国家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号召， 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和智能制造水平。 政府应积极贯彻落

实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 营造贸易数字化的良好政策环境， 引导外贸企业提升

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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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 ｈｏｌｄｓ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ａｙ ｂ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
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　 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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